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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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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37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Super-SBM model and GML index, evaluates the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its dynamic evolution rule, and uses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test the constraints of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overall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increased, and the downstream, upstream and midstream area is arranged from high to low, the regional gap is wide. Secondly,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midstream area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upstream area, but midstream area still has much room for technical efficiency. Thirdly, improving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nearby cities will have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city as a whole, but the spillover effect in midstream area is negative. In addi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urban opening up al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s a whol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fficiency is a U-shaped curve,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of factors is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areas. Finally,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o bal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realiz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lt, improving the concept of lo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continue to ope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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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是传统城市向绿色城市过渡的核心[1]。绿色创新效率是反映城市经济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2]。城市绿色创新实质上就是通过创新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当传统的投入要素已经不足以提供动力，创新、创造力和知识积累的作用不仅是自我延续和转化，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3]。以创新为驱动建设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高宜居性的绿色城市是未来趋势所在。长江经济带依托“黄金水道”，覆盖9省2市，所辖人口和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的40%[4]，且拥有若干领先全国的先行先试模式及经验，科技创新能力和绩效也处于全国先进水平，因此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发展对全国来说具有先行示范和协同驱动的重要战略意义。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五大关系，坚持新发展理念。一方面，如何培育新动能、平衡长江经济带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各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如何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值得我们思考。
1  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绿色创新效率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效率的测度和影响因素两方面。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有基于参数的随机前沿分析（SFA）和基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两种方法。一些学者对DEA进行改进，提出DDF模型和三阶段DEA方法，如Tone[5]提出的SBM模型改进了DEA径向模型（BCC、CCR）无法体现松弛部分的局限性；为进一步比较有效单元之间的效率，又有学者提出超效率SBM模型（Super-SBM）。
关于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驱动两方面展开。外部环境通常包括政策、制度和市场化水平等，如杜龙政等[6]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我国工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Huang等[7]通过建立博弈论模型证明了绿色贷款和政府补贴作为支持绿色创新和环境保护的干预方式的有效性；Yasmeen等[8]运用系统高斯混合模型（GMM）探讨了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和城市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内部驱动因素则与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相关，包括企业规模和企业战略等[9]，如Amore等[10]研究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创新的关系，发现无效的公司治理可能是环境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碍。
[bookmark: OLE_LINK84]综观上述文献，国内外学者从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到影响因素都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我们发现，目前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国家层面[11-12]、省级层面[13-15]、行业层面[16-17]和企业层面[18-19]，对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显得不足【不规范的引用和标注。首先，仅分别引注一两篇并不代表目前研究主要特征；其次，文中有关表述并无对所标引文献有任何实质性引用。对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城市是区域管理中心，具有牵引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作为绿色发展空间载体的双重作用。此外，虽然学者们对于绿色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区域差异达成了共识，但部分研究忽视了不同区域城际绿色创新活动的交互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城市视域，考察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方面的整体特征和区域异质性，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和GML指数测算2013－2019年长江经济带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考察效率的动态演变规律，并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索效率的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模型
2.1.1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模型 
采用基于松弛变量的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Super-SBM）测度长江经济带37个地级以上城市（以下简称“样本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基于松弛变量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SBM）解决要素松弛问题，消除因径向和角度带来的偏差；Super-SBM模型对SBM模型下有效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进行测算，提升测算结果的可比较性。首先，将每个城市作为一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均有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假设每个城市有种投入，生产出种期望产出以及种非期望产出，可定义矩阵、、如下：
 （1）
  （2）                    
 （3）
反映环境技术的生产可能集为，定义SBM模型如式（4）所示：

                      （4）
式（4）中：为第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值、、分别表示投入的松弛变量向量、期望产出的剩余变量向量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向量；为DMU线性组合系数。  
对效率值为1的单元构建Super-SBM模型，如式（5）所示：

                       （5）
式（5）中：表示Super-SBM效率值，时表示决策单元相对无效，时表示决策单元位于最优生产前沿面上，且越大表明该单元越有效率；基于可变规模报酬（VRS）方法，线性组合系数满足 。
2.1.2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动态演变测度模型
为了进一步探析样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动态时序演变规律，采用OH[20] 【根据前文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下同】提出的GML（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将全局技术集定义为所有当期生产技术集的并集，使结果在各个决策单元和各个时期都具有可比性。指数形式如式（6）所示：     
 
    （6）
式（6）中：表示第期的投入产出关系；表示时期的全局方向性距离函数。
GML指数可分解成全局技术效率变动（global efficiency change, GEC）指数和全局技术进步（global technology change, GTC）指数，指数形式分别如式（7）（8）所示：
       （7）
            （8）
GML指数大于1，表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反之，则表示停滞或衰退。
2.1.3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考察模型
为了探究样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否存在空间关联，引入全局莫兰指数对其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9）所示：
                               （9）
式（9）中：为城市总数；为第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值；为不同单元和的空间权重矩阵，当和相邻时，，否则。
全局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是。若大于0，城市间属性为空间正相关，越接近于其依赖性越高，因相似聚集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若取值贴近于0，则意味着城市间属性随机性强或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2.1.4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评价模型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地理空间在创新空间集聚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区域内存在产业联系、技术溢出和空间报酬递增，二是存在极化即扩散效应，因此需要采用将地理位置考虑在内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样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考察邻域因变量和自变量对自身因变量的影响，模型形式如式（10）所示：
     （10）
式（10）中：为第年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为第年城市的影响因素观测值；为所有影响因素的待估参数向量；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邻域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反映邻域城市影响因素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加权影响；、分别代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当，意味着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仅取决于邻域城市的效率，则可设定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当，其中为扰动项权重矩阵的第行，意味着绿色创新行为的空间依赖性受到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误差扰动项的影响，则SDM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s model，SEM）。
2.2  研究指标
2.2.1  投入产出指标
[bookmark: _Hlk54861441]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通常将资源要素和创新要素纳为投入要素，将环境代价作为非期望产出，如李雪松等[21]选取能源投入、R&D人员和R&D经费为投入要素，将“三废”（废弃排放、废水排放、固体废弃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本研究将绿色效率、创新效率和传统的经济效率整合起来，具体投入产出指标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绿色创新效率投入产出指标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项目
	类别
	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投入指标
	创新投入
	R&D经费内部支出/亿元
	132.88
	202.94
	3.02
	1 500.00

	
	
	R&D人员全时当量/万人年
	3.61
	4.34
	0.04
	21.55

	
	能源投入
	能源消费总量/万t标准煤
	1 858.73
	1 898.04
	119.34
	8 899.48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GDP）/亿元
	5 566.31
	5 843.20
	462.25
	38 155.32

	
	
	专利授权量/万件
	1.67
	1.95
	0.02
	10.06

	
	非期望产出
	烟尘排放量/t
	29 616.29
	30 696.76
	340.00
	214 774.00

	
	
	废水排放量/10 kt
	8 675.18
	7 864.30
	570.00
	37 080.00

	
	
	SO2排放量/t
	42 642.68
	58 076.48
	1 666.00
	494 415.00



2.2.2  影响因素指标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通常受到城市的制度环境、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等多个维度的共同影响。
（1）经济水平（dev）。经济发展为研发绿色创新技术、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同时，经济水平往往代表一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准，人均收入增加促成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偏好，居民消费选择成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外部动力。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消费者对产品隐含的污染排放变得敏感，转向支持环境友好型企业，但这种市场选择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起效用，因为绿色技术的研发相比于传统技术周期更长、投资规模更大、风险更高、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更大，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企业更容易将利润丰厚的传统技术创新作为优选决策[22]，这种市场失灵常常造成区域差异。本研究选取人均GDP作为经济水平的代理指标。
（2）政府科技支出（tech）。政策调节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进而促进绿色创新体系的发展。科技支出作为财政调控政策是政府常用的手段，一方面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改善城市创新系统；另一方面高效且靶向地直接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3]。虽然合理的科技投入通过对知识溢出进行经济补偿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但也有研究发现，政府资助会挤出企业的R&D投资，导致创新活动的产出减少[24]。本研究选用政府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政府科技支出的代理指标。
（3）环境规制（er）。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增加企业的治污和排污成本，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波特假说”认为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通过引导企业创新部分或完全抵消前述负面效应，长此以往，能达到环境改善和企业更具竞争力的双赢局面，因此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是挤出效应和激励效应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成本增加对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成本则是激励效应的效果。参考曹霞等[25]的做法，本研究选取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指标，并取其对数的二次项验证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是否存在拐点效应。
（4）产业结构（ind）。城市第二产业占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较强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高能耗和大量污染，如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过剩产业，绿色创新的发展更依赖于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再循环利用、污染减排的第三产业，而产业结构升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本研究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指标。
（5）开放程度（open）。“污染天堂假说”认为他国污染密集产业倾向于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企业，这虽然有益于当地解决就业问题，但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而“双缺口”理论认为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能够率先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所以，对外开放具有的污染扩散性和知识溢出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完全相反的作用。本研究采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重表征开放程度。
2.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全部数据都来源于2013－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公报，个别城市存在少量数据缺失的用线性拟合法补齐。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绿色创新效率测算结果
借助MaxDEA软件测算样本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结果如表2所示。具体如下：
（1）2013－2019年，样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效率均值最小为0.749、最大为0.824，有较大提升空间。
表2  2013－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城市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上海
	1.126 
	1.201 
	1.223 
	1.198 
	1.349 
	1.373 
	1.763 
	1.319 

	成都
	1.277 
	1.261 
	1.280 
	1.264 
	1.244 
	1.327 
	1.459 
	1.302 

	合肥
	1.022 
	1.005 
	1.197 
	1.015 
	1.085 
	1.177 
	1.306 
	1.115 

	舟山
	1.019 
	1.019 
	1.051 
	1.036 
	1.096 
	1.198 
	1.318 
	1.105 

	武汉
	1.044 
	1.046 
	1.065 
	1.074 
	1.075 
	1.030 
	1.152 
	1.069 

	扬州
	0.934 
	1.228 
	0.918 
	0.899 
	0.971 
	1.124 
	1.001 
	1.011 

	池州
	1.004 
	0.549 
	1.019 
	1.008 
	1.091 
	1.079 
	1.193 
	0.992 

	苏州
	1.256 
	1.053 
	0.948 
	0.857 
	0.948 
	0.920 
	0.954 
	0.991 

	黄冈
	1.034 
	1.038 
	1.062 
	1.068 
	1.053 
	1.018 
	0.629 
	0.986 

	宁波
	1.097 
	1.090 
	1.042 
	1.038 
	1.009 
	0.762 
	0.711 
	0.964 

	绍兴
	0.545 
	0.678 
	1.050 
	1.053 
	1.059 
	1.145 
	1.183 
	0.959 

	常州
	0.883 
	0.921 
	0.810 
	0.769 
	0.780 
	0.966 
	1.476 
	0.944 

	南京
	0.545 
	0.626 
	0.738 
	0.903 
	1.140 
	1.206 
	1.425 
	0.940 

	杭州
	0.685 
	0.611 
	0.628 
	1.028 
	1.052 
	1.108 
	1.401 
	0.930 

	湖州
	0.625 
	1.061 
	1.036 
	1.016 
	1.014 
	1.067 
	0.614 
	0.919 

	无锡
	1.061 
	0.957 
	0.893 
	0.858 
	0.927 
	0.800 
	0.905 
	0.914 

	安庆
	0.976 
	1.025 
	1.002 
	1.050 
	0.901 
	0.658 
	0.310 
	0.846 

	咸宁
	0.818 
	0.843 
	0.824 
	0.839 
	0.834 
	0.832 
	0.907 
	0.843 

	嘉兴
	0.773 
	0.805 
	0.763 
	0.783 
	0.694 
	0.472 
	1.388 
	0.811 

	荆州
	0.789 
	0.806 
	0.797 
	0.812 
	0.774 
	0.430 
	0.918 
	0.761 

	泰州
	0.697 
	0.713 
	0.764 
	0.678 
	0.676 
	0.820 
	0.842 
	0.741 

	九江
	1.048 
	0.652 
	1.003 
	0.666 
	0.463 
	1.062 
	0.111 
	0.715 

	南昌
	0.538 
	0.515 
	0.709 
	0.651 
	0.672 
	0.734 
	1.180 
	0.714 

	南通
	0.533 
	0.465 
	0.524 
	0.547 
	0.617 
	1.148 
	1.046 
	0.697 

	镇江
	0.493 
	0.563 
	0.484 
	0.482 
	1.024 
	0.658 
	0.984 
	0.670 

	攀枝花
	0.354 
	0.557 
	0.545 
	0.589 
	0.606 
	0.835 
	1.023 
	0.644 

	马鞍山
	0.818 
	0.598 
	0.587 
	0.924 
	0.686 
	0.677 
	0.174 
	0.638 

	泸州
	0.745 
	0.767 
	0.774 
	0.721 
	0.568 
	0.552 
	0.233 
	0.623 

	重庆
	0.639 
	0.671 
	0.698 
	0.743 
	0.556 
	0.472 
	0.534 
	0.616 

	岳阳
	0.432 
	1.006 
	0.718 
	1.054 
	0.383 
	0.326 
	0.374 
	0.613 

	芜湖
	0.514 
	1.001 
	0.505 
	0.577 
	0.467 
	0.516 
	0.338 
	0.560 

	襄阳
	0.461 
	0.424 
	0.329 
	0.567 
	1.001 
	0.478 
	0.617 
	0.554 

	宜昌
	0.515 
	0.571 
	0.506 
	0.467 
	0.665 
	0.417 
	0.366 
	0.501 

	宜宾
	0.447 
	0.347 
	0.497 
	0.406 
	0.461 
	1.070 
	0.229 
	0.494 

	鄂州
	0.407 
	0.425 
	0.351 
	0.397 
	0.317 
	0.319 
	0.130 
	0.335 

	黄石
	0.256 
	0.231 
	0.286 
	0.668 
	0.330 
	0.345 
	0.156 
	0.324 

	铜陵
	0.294 
	0.234 
	0.223 
	0.286 
	0.229 
	0.345 
	0.263 
	0.268 



（2）从区域层面来看，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创新平均效率变化如图1所示，绿色创新效率水平的高低和演变趋势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上游和中游地区拉低了总体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一些传统资源密集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面临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产业升级缓慢的共同困境，以南昌市为例，“两高一资”行业产能的迅速扩张加大了南昌市节能减排和工业污染治理的压力和难度。上游地区相比下游较发达地区的整体产业层次偏低，需要加大基础性科技创新投入、调整环保法规以改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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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变化趋势

（3）从城市微观视角看，成都、上海、合肥、舟山、武汉5座城市历年绿色创新效率均大于1，表现出稳定的高绿色创新水平，其中成都市和上海市表现最好；而鄂州、黄石、铜陵历年绿色创新效率皆低于0.5，可能是由缺乏技术创新或不重视环境保护导致。 
3.2  绿色创新效率动态演变规律的区域分异
[bookmark: OLE_LINK1]2013－2019年样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GML指数测算结果分别如表3和图2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1）绿色创新效率的动态演变存在阶段特征。2013－2014年，GML指数小于1，技术进步不足是主要原因；2014－2019年，GML指数保持大于1但先大幅下降后稳步上升，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式进入新常态，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始构建沿海与中西部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新棋局”。从分解指标来看，GTC指数与GML指数的变化步调完全一致，可能是长江经济带部分地区以企业改革创新为核心、政策补贴和公众支持为外部驱动力的多元创新系统成功促进了技术进步，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发挥关键作用；但也可以看到，GEC指数在2016－2018年间存在波动，因此未来有必要在保证技术进步的同时避免出现资源错配问题。
（2）从区域层面看，2013－2014年，GML指数的区域差距较小；2018－2019年，中、上游与下游地区GML指数的差距分别上升到0.46和0.27，区域差距有扩大趋势。2013－2018年，中游地区GTC指数一直高于上游地区，说明中游地区在技术进步方面优于西部地区；2019年，上游地区的GTC指数达到与中游地区持平。但2016－2019年中游地区的GEC指数都小于1，说明中游地区在技术效率方面还存在较大进步空间，基于自身禀赋的资源分配和利用与技术开发没有达到有效平衡。
表3  长江经济带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GML指数及因素分解
	年份
	指标
	下游
	中游
	上游
	全流域

	2013－2014
	GML
	0.970
	0.945
	0.886
	0.953

	
	GEC
	1.047
	0.889
	0.961
	0.989

	
	GTC
	0.980
	0.959
	0.925
	0.967

	2014－2015
	GML
	1.447
	1.154
	1.301
	1.341

	
	GEC
	1.028
	0.993
	1.124
	1.028

	
	GTC
	1.414
	1.208
	1.175
	1.324

	2015－2016
	GML
	0.994
	1.513
	1.049
	1.159

	
	GEC
	1.043
	1.202
	0.950
	1.081

	
	GTC
	0.972
	1.383
	1.107
	1.113

	2016－2017
	GML
	1.418
	1.213
	1.158
	1.327

	
	GEC
	1.200
	0.955
	0.858
	1.087

	
	GTC
	1.156
	1.462
	1.455
	1.283

	2017－2018
	GML
	1.331
	1.124
	1.126
	1.245

	
	GEC
	1.004
	0.950
	1.240
	1.014

	
	GTC
	1.362
	1.376
	1.046
	1.332

	2018－2019
	GML
	1.599
	1.142
	0.883
	1.380

	
	GEC
	1.434
	0.879
	0.958
	1.211

	
	GTC
	1.287
	1.081
	1.043
	1.197



（3）从城市视角看，南京、扬州等32座城市GML指数的几何均值都大于1，这些城市通过技术创新促使资源配置更加灵活和高效，从而绿色创新效率保持稳定或上升；无锡、九江等5座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整体有所下降，其中经济较发达城市效率降低可能是由于严格的环境规制增加当地厂商的成本，并且创新具有经济性公共物品属性，部分厂商存在无须付费便可以“免费搭车”的情况，也有可能是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到达瓶颈期，大规模的投入不能得到相称的产出；GEC指数低于1的城市如武汉、荆州则亟须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可持续的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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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3－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GML指数

3.3  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和局部特征
运用Stata16.0软件测算样本城市2013－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以检验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结果如表4所示。样本城市历年的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从变化趋势来看，莫兰指数总体上升，表明相关性逐渐加强，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经济增长和交通便捷程度提高，各城市绿色创新活动的互动性增加、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加强。
表4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全局莫兰指数检验
	年份
	莫兰指数
	Z检验
	P值

	2013
	0.195
	1.867
	0.031

	2014
	0.193
	1.846
	0.032

	2015
	0.256
	2.393
	0.008

	2016
	0.276
	2.558
	0.005

	2017
	0.312
	2.86
	0.002

	2018
	0.301
	2.754
	0.003

	2019
	0.434
	3.875
	0.000



2013年和2019年样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如图3所示，各城市的分布由较为分散变成较为集中，并且2019年“低低”集聚的城市少于2013年，“高高”集聚的城市多于2013年，表明整体上“高高”集聚的城市有增加趋势。分区域看，下游“高高”集聚城市数量的比例远多于上、中游地区，主要是因为下游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地理位置优越，率先吸取国外先进绿色创新技术，成为国内技术前沿，且区域内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更为频繁，故辐射周边地区的能力较强。








[image: ][image: ]
(a)2013年                                    (b)2019年
图3  2013年、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局部莫兰散点分布

3.4  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
[bookmark: _Hlk54260065]对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分别进行建模，以全流域面板数据建模为例（见表5），首先进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择取，其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以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随机效应形式的原假设；再采用沃尔德检验（Wald test）来确定空间杜宾模型（SDM）能否退化为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结果均通过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以判定空间杜宾模型为最优的模型选择。最大似然值（L-likelihood）越大拟合效果越好，因此时空固定效应模型相比时间固定模型和空间固定模型更优。
表5  2013－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指标
	全流域
	下游区域
	中游区域
	上游区域

	
	0.280**
	0.024** 
	−0.0152**
	0.013**

	Lnagdp
	0.006**
	0.077*** 
	0.004* 
	−0.007** 

	Lntech
	−0.146**
	−0.017** 
	−0.129** 
	−0.247** 

	Lner
	−0.111**
	0.012** 
	−1.261*** 
	−0.811** 

	lner2
	0.022**
	0.599** 
	0.119** 
	0.055* 

	Lnind
	0.484**
	0.039*** 
	−0.112** 
	−3.184*** 

	Lnopen
	0.034**
	0.572** 
	−0.129* 
	0.036* 

	[bookmark: OLE_LINK184]W×lnagdp
	−0.023**
	−0.495** 
	−1.268** 
	−0.845 

	W×lntech
	−0.042
	0.017 
	0.085 
	−0.626 

	W×lner
	−0.103**
	−0.004** 
	−2.027** 
	−0.540 

	W×lner2
	0.017**
	0.466** 
	0.144* 
	0.158 

	W×lnind
	0.119
	0.009* 
	−0.454 
	5.184 

	W×lnopen
	0.006**
	0.013** 
	0.129* 
	0.146* 

	R-squared
	0.890
	0.745
	0.491
	0.435

	L-likelihood
	794.623
	629.110
	270.130
	250.181

	Hausman test
	24.77***
	32.58***
	29.17***
	33.25***

	Wald spatial lag
	15.95**
	14.83**
	20.15***
	13.09*

	Wald spatial error
	23.58***
	19.16***
	23.01***
	15.98**


注：***、**、*分别为1%、5%、10%显著性水平。

（1）整体上，样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滞后系数为0.280且在5%水平下显著，意味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促使本城市效率平均提升0.280个百分点，即邻近城市的绿色创新对本城市有正向城际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下游地区相比上游地区辐射带动的能力更强；中游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可能是中游地区城市间产业可替代性高、竞争激烈，城市绿色创新发展会从周边城市榨取人力和技术资源。
（2）整体上，经济水平与绿色创新效率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绿色创新效率提升0.006%。较发达城市的居民更有余力重视环境质量，企业受到市场需求的调节主动研发绿色工序和绿色产品，因而下游经济水平提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带动作用更显著。上游地区人均GDP增长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依循环境库茨涅兹曲线，人均收入增长初期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才由高趋低，显然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从影响因素的空间滞后系数看，中下游区域周边城市人均GDP增加对本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可能是交通便利程度提高，当人均收入增加，一些城市环境质量改善，健康作为消费品的“影子价格”降低，从而吸引周边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集聚，产生虹吸效应。 
（3）整体上，政府财政支出中科技占比每提高1%，绿色创新效率将降低0.146%。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性，政府制定的科技支出政策有较大寻租空间，会挤占企业科技研发投入，扭曲正常经营路径；其次部分地区以GDP为主要绩效考核指标，而经济发展的后果不在考核范围内，政府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也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导向的，甚至会牺牲环境作为代价，所以对城市绿色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4）整体上，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小于0、平方系数大于0，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效率呈显著的“U”型关系，说明环境治理初期会造成多方成本增加；但长期规制下，污染者、污染损害程度、地方环境质量、排污赔偿等信息不断健全和公开，政府和社区治理能力提高，企业不仅通过产出增加抵消污染的付费和创新的成本，还通过获取先发优势抢占市场份额并树立良好的企业道德形象以提高竞争能力，绿色创新水平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分区域看，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上中游地区则与之呈“U”型曲线关系；从影响因素的空间滞后系数看，环境规制强度的城际溢出效应表现为先负后正的“U”型曲线。显然周边地区严格的环境规制初期会导致高污染企业被迫迁移到本城市，但在长期会带动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5）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对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对下游地区有0.039%的显著提升效果，对中游和上游地区则表现出抑制作用，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存在非绿色发展现象。根据庞瑞芝等[26]的研究结果，我国各区域服务业对于绿色发展的有效程度差异较大，其中沿海地区服务业有效程度较高。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餐饮商贸等行业同样造成大量能耗和污染，致使第三产业的发展无益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
（6）整体上，对外开放有利于绿色创新发展，但是中游地区外商实际投资占比每增加1%，绿色创新效率降低0.129%，表明一方面中部城市没有很有效地利用外商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来提高本地区的绿色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其引进的外资质量较低，在事实上挤占了当地绿色创新活动的空间，是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4  结论与对策 
[bookmark: _Hlk54870610]本研究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GML指数、全局莫兰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从时序动态演变、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3个维度全面探索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2013－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的整体特征和区域分异，得出如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局部空间呈现下游、上游地区效率高的“U”型关系。（2）整体上，除了2013－2014年GML指数都大于1，技术进步与绿色创新效率提高的步调完全一致，但上、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3）绿色创新效率全局空间集聚度不断加强，局部空间“高高”集聚的城市增加，且多发生在下游地区。（4）整体上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交互作用，邻近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高会对本城市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中游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5）人均GDP增长、产业升级、城市开放度提高在整体上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环境规制存在拐点效应，不同区域影响因素的表现不同：上游地区人均GDP增加导致环境恶化；上中游地区第三产业存在非绿色发展现象；中游地区引进外资质量相对较低。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以及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建设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首先针对资源错配问题，可以建立资源互补、政策互利的组织机构进行统筹，打破区域和行政壁垒。其次针对下游效率高、中上游效率低的发展格局采取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完善落后地区补偿机制，其中东部地区充分利用绿色创新辐射能力，引领和带动中西部协同发展；中部地区完善项目准入机制，引进绿色外资；西部地区通过减少资源冗余尽早步入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此外，中西部地区都应以真正绿色的第三产业作为发展目标。最后，针对中部城市产业布局过度集中、雷同，产业结构竞争性强于互补性造成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建议协调城市间的定位和规划，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相对优势，向产业链式的互补型经济发展。
（2）改进地方政策实施理念。首先将绿色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对于各级政府官员将城市环境质量作为绩效考核标准；对于各类企业和机构给予科技研发和污染排放方面表现好者以奖励。其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搭便车”现象打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最后，严格执行环境规制，长期执行环境规制对上中下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都有显著作用，因此相关部门需要细化环保条例，加强执法力度，注重环境规制施行的合理性和到位性，约束企业形成绿色环保自觉性。此外，还可以大力宣传绿色消费理念，提高居民低碳生活意识。
（3）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东部地区发达城市发挥先行先试、经验推广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贸易和投资制度；中西部地区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特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同时收获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效果。


参考文献：【根据文内文后修改结果调整文献序号，注意文内文后一一对应】  
[1]FEI J, WANG Y, YANG Y, et al. Towards eco-city: the role of green innovation[J].Energy Procedia,2016,104:165-170 . 
[2]ZHANG J, KANG L, LI H, et al.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case of Xi'an[J].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20,57:102123:【不论期刊以何种方式区分论文在样刊内的排布，按规范补著文章的录起止页码。引用此文献，总应阅读过该文献吧，总共是1至第几页呢？】. 
[3]KUMAR R R, STAUVERMANN P J, PATEL A.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research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 and USA[J].Quality & Quantity,2016,50(3):1-19.
[4]苑韶峰，唐奕钰．低碳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空间分异[J]经济地理，2019，39（2）：190-198．
[5]TONE K.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1,130(3):498-509.
[6]杜龙政，赵云辉，陶克涛，等．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基于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10）：106-120．
[7]HUANG ZH H，LIAO G K，LI ZH H. Loaning scale and government subsidy for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9,144:148-156.
[bookmark: OLE_LINK21][8]YASMEEN H, TAN Q, ZAMEER H, et al.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urbanization 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COP21[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0,274:111210【补著文章的录起止页码】.
[9]彭甲超，许荣荣，付丽娜，等．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规律[J]．中国环境科学，2019，39（11）：4886-4900．
[10]AMORE M D, BENNEDSEN M.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reen innovation[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16,75:54-72.
[11]TRIGUERO A, MORENO-MONDEJAR L, DAVIA M A. Drive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co-innovation in European SMEs[J].Ecological Economics,2013,92:25-33.
[12]CARAYANNIS E G, GRIGOROUDIS E, GOLETSIS Y. A multilevel and multistage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 systems：a multiobjective DEA approach[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16,62:63-80.
[13]李文鸿，曹万林．FDI、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J]．统计与决策，2020，36（19）：118-122．
[14]钱丽，王文平，肖仁桥．共享投入关联视角下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5）：27-39．
[15]刘佳，宋秋月．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与形成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8）：127-137．
[16]吴超，杨树旺，唐鹏程，等．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模式构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5）：40-48．
[17]李玲，夏晓华．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1）：83-88．
[18]TANG K, QIU Y, ZHOU D. Does command-and-control regulation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20,712:136362【补著文章的录起止页码】.
[19]肖仁桥，沈路，钱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软科学，2020，34（8）：37-43．
[20]OH D-H. A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10,34(3):183-197.
[21]李雪松，曾宇航．中国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3）：33-42．
[22]RICCARDO C, ANDRES R.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In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7,41(6):1010-1027.
[23]邹建军，刘金山．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提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下的实证检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3）：92-104．
[24]WALLSTEN S J.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industry R&D programs on private R&D: the case of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J].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31(1):82-100.
[25]曹霞，于娟．绿色低碳视角下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5）：10-19．
[26]庞瑞芝，王亮．服务业发展是绿色的吗？:基于服务业环境全要素效率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6（4）：18-28．


作者简介：陆菊春（1970－），女，浙江余姚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王新怡（1997－），通信作者，女，安徽枞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
[bookmark: _GoBack]
image1.png
HeRfE

—a— el —e—

2014 2015

2017

2018




image2.png
1.600

1.500
1.400

1.300
1.200

0.900
0.800

0.700
0.600

g
;
I
I





image3.png
o b o HM

owf Iy

-0
o
=

o
o,
i
S
o &
Eg
=

fonibiEdsczas]




image4.png
&

oy e
- o By “r;%ﬁ i
T o o iR 1

o &
st

AdrT R B





